周洪宇2005年议案

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教育法》的建议

案由：
受教育权是人最基本的权利之一。然而，人类对于残疾的理解与认识却经历了许多曲折。当我们从全球的范围审视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以及推动其发展的动力时，我们很容易发现人类对于在如何对待残疾人士这个问题上经历了从杀戮到遗弃、忽视、怜悯与过度保护，进而发展到逐渐接纳，到尽最大的程度地融合进主流社会的发展过程。

在西方的古罗马与希腊时期，对于残疾的遗弃、绝育、杀戮就非常流行。在西方中世纪时期，一方面，在基督教宣扬的仁慈、博爱的精神的影响下，许多有残疾的人士得到人道主义的收容与关怀；另一方面，残疾人又被视为“魔鬼缠身”、“上帝的惩罚”。据不完全统计，在中世纪的欧洲，有超过30万的人因为被认为“魔鬼缠身”需要驱邪而被处死。
直到18世纪末，在文艺复兴、工业革命、以及法国启蒙思想运动的影响下，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在欧洲得以确立，对残疾人的系统的学校教育才得以产生。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出，特殊教育从一开始就与人的基本权利的尊重与保护紧密联系在一起，它体现一个社会文明发展的水平。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美国黑人发起的反种族歧视、隔离的民权运动遍及全美，民权运动着要求黑人在政治、教育及社会生活上的平等权利，也鼓舞了其他少数民族包括残疾人士争取平等的努力。这一运动对特殊教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它以西方所谓追求个人自由、社会平等等价值为社会文化基础，为有特殊需要的人士平等、有尊严地参与社会生活以及新的特殊教育理念的诞生提供了动力。一种全新的特殊教育哲学：回归主流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并在1975年颁布的《教育所有伤残儿童法案》（简称为EHA或者94-142公法。1990年此法案被重新修订确认）得到确认。这一法律所确定了：（1）、“免费、适当的、公立的教育”（FAPE）的原则，即学校应向社区所有儿童提供平等教育机会与高质量的教育(也就是零拒绝的哲学)；（2）、最少受限制环境的原则（即改变原来隔离的、封闭的特殊教育学校教育的形式，尽量将特殊教育需要人士安置在正常的社会环境中学习和生活）。在英国，1978年出台的《沃诺克报告》被英国议会所接受并成为1981年与1993年“教育法”的基础，这两部法律详细规定了地方教育当局确保残疾儿童在普通教师接受适当的教育的义务与办法。《94-142公法》与《沃诺克报告》作为两部重要的特殊教育法律文件，对全球特殊教育政策的制定与教育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至少有超过52个国家近140部法律是专门针对残疾问题的。除了上述提到的美英法律之外，在美国，还有1973年颁布的《1973年职业康复法案第504款》、1990年的《美国残障人士法案》、以及1990年对《卡尔.帕金斯职业教育法案修正案》等。仅从1827到1975年间，美国就有出台了175部专门针对残疾人的法律。 意大利不仅在1971年颁布了《社会福利法案》，而且在1977年颁布“517法案”保障残疾人士在普通学校接受教育并获得必要的支持与服务。日本1956年颁布《公立学校为残障儿童提供服务的特殊办法法案》。在我国的台湾地区，1980年颁布了《残障福利法》，1984年又颁布了《特殊教育法》，对天才及残障人士的教育与社会福利都进行了详细的规定；香港政府于1977年发表《群策群力，将残障人士融入社区的白皮书》强调政府与非政府组织为残疾儿童提供康复等服务。所有这些法律中都列入了包括残疾人在内的人人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的条文，更重要的是都详细地对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教育安置形式、残疾的鉴定方法与程序、教学内容与方法、课程调整、教学评估、财政与资源等进行了规定。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有 “尊老、慈幼、扶弱、助残”的优秀传统，早在2000多年以前，当欧洲人（如斯巴达）还在遗弃或杀戮残疾人时，中国一些先贤就倡导公众应该关心残疾人。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特殊教育事业有了巨大的发展。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国家和社会帮助安抚盲、聋、哑和其他有残疾的公民的劳动、生活和教育。1986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规定“地方和各级人民政府应为盲、聋哑和弱智的儿童、少年举办特教学校（班）”。全国人大于1990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在其第三章里专门对残疾人的教育进行了规定。1995年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中规定“国家扶持和发展残疾人教育事业”。除此之外，国务院、教育部联合其他部委颁布了一系列政策文件，例如，1989年的《关于发展特殊教育的若干意见》、1994年的《残疾人教育条例》与《关于开展残疾少年儿童随班就读工作试行办法》等。这些法律与政策文件对于推动我国特殊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据统计，截至2003年，我国在校就读的残疾学生为364 700人，而据1987年的统计，6-14岁学龄残疾儿童就有625.26万，而我国残疾人有5,164万，约占人口的5%，影响到全国1/5的家庭和数以亿计的亲属。尽管经过多年的努力，特别是随着二十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在我国大规模进行的残疾儿童随班就读试验的推广，残疾儿童的入学率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但残疾人受教育程度低的现状仍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残疾少年儿童教育仍然是普及初等教育最薄弱的环节。已经进入普通学校就学的残疾儿童由于师资与教学资源的缺乏而出现“随班混读”的现象。现有的师资培训体系还没有系统地包含特殊教育部分，普通学校教师不能够很好地适应课堂内特殊需要儿童的学习需求。残疾儿童定义与分类混乱，鉴定环节出现滥用测量工具（如智力测量量表）、随意下结论的现象，尤其是智力落后、自闭症、学习障碍等较难鉴定的障碍类别。教学资源尤其是资金与教学材料、教具学具等不能得到保证。学校与社会的衔接，特别是残疾儿童的职业教育以及毕业后就业与生活的适应方面缺乏明确的保障。大多数残疾人没有得到必要的康复医疗；社会上对于残疾人的歧视与偏见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残疾人参与公共生活存在着环境上的障碍；残疾人事业仍然滞后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残疾人仍然是社会中一个特殊困难的弱势群体，他们多数仍然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离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共享人类文明成果的目标还甚远。

建议：
从全球特殊教育发展的趋势与人权发展的角度看，通过立法实施特殊教育已成为特殊教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并成为衡量一个国家残疾人特殊教育需要是否得到满足、参与机会是否平等、是否享受平等人权的基本尺度。我国残疾人受教育程度低，目前特殊教育实施过程中出现的诸多问题，都与缺乏法律手段对相关部门、组织、群体、人员的权利与义务进行规范有关。因此，建议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尽快组织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教育法》，当务之急是做好以下工作：

1.由全国人大常委会委托教育部组织起草工作。由教育部相关部门牵头，民政部、卫生部等政府部门以及中残联等相关社会组织参与，共同组织相关专家组成起草小组，在广泛调查研究国内外相关法律文献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尽快拟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教育法》草案。

2. 《特殊教育法》的制定应该遵循：

（1） 教育公平的原则，即所有公民都有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

（2） 适当教育的原则，即所有儿童都有权接受适合他们自己独特学习需要的、高质量的教育。

（3） 社会公正的原则，即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教育是体现一个国家文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是实现实现社会平等与公正，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3. 《特殊教育法》应包含以下方面的内容：

（1） 对公立学校包括特殊学校与普通学校平等接受特殊教育需要儿童，保证特殊教育需要儿童接受九年义务教育以及高中阶段教育、高等教育的权利提供切实的法律保障。

（2） 对各级地方政府、社会组织、教育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门、学校承担教育特殊教育需要儿童的义务与办法制定具有约束性的条款。

（3） 对特殊教育需要的类别与定义进行严格的规范，应包含天才与残障的多种类别，并反映特殊教育研究最新发展的成果。

（4） 对残疾的鉴定小组成员构成、鉴定人员的资格、鉴定的原则与程序进行严格的规范。

（5） 对特殊教育的师资培训进行系统的规定，明确各级师范院校以及教育培养机构的各级学位教育、教师培训课程中应包含的特殊教育课程模块。

（6） 对残疾儿童教育的财政投入、教学资源保障、各类学校应提供的设施与支持进行严格的规定。

（7） 对残疾儿童教育的教育安置形式、入学条件、学制、教材、教学内容与方法、课程调整、教学评估手段、升学、职业教育的形式等进行详细的规定。

（8） 对区（县）、乡、乃至学校针对特殊教育需要儿童建立资源教室的条件、标准、服务对象与内容、以及对资源教室教师的数量与资格进行规定。

（9） 对残疾儿童学校后生活，即学校与相关就业指导、康复、福利部门的衔接进行规定。

（10） 对高中阶段的特殊教育需要学生的入学、教学要求与评估手段、教学材料与其他资源、师资等进行明确规定，对高等学校招收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学生的入学条件、教学要求与评估、教学资源、管理、环境与设施（如教学楼的无障碍通道设计）的改善进行规定。

4. 广泛进行宣传，残疾少年儿童教育是提高整个民族素质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实施联合国提出的“全民教育”目标的重要举措；也是体现我国文明发展水平的标志，是建立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是实现我国人权平等事业进步的重要步骤。

建 议 人：周洪宇，十届全国人大代表，华中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教授，

武汉市教育局副局长。

  代表助理：邓 猛，华中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研究所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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